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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课程设置方面的变革

京师同文馆在创立初期，只被当作是一所临时性的外文翻译

培训机构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，奕、文祥、桂良三人联名

上奏希望开设同文馆以应对对外交涉事务。他们称：“查与外国

交涉事件，必先识其性情，今语言不通，文字难辨，一切隔膜，

安望其能妥协……于文字语言悉能通晓，即行停止。”[1] 据此可

以得知，奕等人此时别说学习西方科学知识，甚至连长期学习

外语的打算都没有。设立同文馆的初衷也只是为了应对与西方列

强的交涉。所以在1862年正式开馆时，馆内所设置的课程只有英

文课程一门。1863年4月，于康熙年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也被并

入同文馆中，法文馆亦在同年开办。一直到1866年，京师同文馆

的主要课程就是学习英、法、俄三国语言文字。各馆的人数也十

分有限，每馆的学生人数只有10人。此外，同文馆的学生在馆内

依旧要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。同文馆英、法、俄三馆均设汉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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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，除了教授汉学，还有监视洋教习以防其在课堂上传教之意。

馆内还有过规定：“汉功课仍按旧制，由学官及助教等课之，有

成效者，分别奖叙。”[2] 由此可见，早期的京师同文馆是一个出

于外交实用考虑而设立的临时机构，还无法算作一个学习西学的

措施。

然而，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，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有了翻

天覆地的变化。在1866年，总理衙门就提出扩大同文馆规模，增

设天文、算学馆，以便为在各地设立的机器局等洋务机构提供人

才。尽管遭遇了京城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以及招生困难等一系列问

题，但依旧于1867年正式开馆。而在丁韪良、李善兰等人进入同

馆内担任教习之后，馆内的课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。从1871年至

1896年，京师同文馆陆续设立了德文馆、格致馆、翻译处、天文

台以及东文馆（即日文馆）。1876年，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

丁韪良为同文馆学生设立了新的课程表。新课程表在外语课程方

面，设置了英、法、俄、德四种外语；在近代科学知识方面，设

清政府于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，是近代中国所创办的最早的一所近代化学校，开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先河。这所学校自成立至

其被并入京师大学堂这40年间，无论是其课程设置、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管理等方面，都发生了较大的变革，并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翻

译与外交人才。这些积极的变革，表明在洋务运动期间，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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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了天文、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世界历史政治、地理、万国公法

以及医学等课程。同时，京师同文馆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采取学

年制与班级制授课的学校。丁韪良以学生的年龄以及是否学习外

文为依据，为同文馆学生分别设立了八年制与五年制两套课程。

这些课程所教授的西学程度，基本相当于从小学到中学的水平。

课程设置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。例如，八年制的课程如下：第一

年，学习遣词造句，讲解简易书目；第二年，练习外语文法，翻

译便条；第三年，阅读与讲解各国地理史略，翻译选编；第四

年，学习基础数学，代数，翻译公文；第五年，学习格致，平三

角，弧三角等几何原本；第六年，学习机械，微分积分与航海测

算；第七年，学习万国公法，天文测算与化学；第八年，学习地

理精石，天文测算与富国策（经济学）。[3] 而五年制的课程则是不

学习外语与翻译，其他方面与八年制课程无大的区别。而且，新

的课程设置还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统一。例如，同文馆于1888年建

立了一座天文台“上设仪器，顶盖四面旋转，高约五丈。凡有关

天象者，教习即率馆生登之，以器窥测。”这说明当时的同文馆

已经具有了实习的概念。由此可见，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，

京师同文馆已经从过去的临时性翻译培训机构，转变成了具有长

期发展规划的近代化学校。其办学理念也从被动应对西方列强，

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知识。

二、师资力量方面的变革

京师同文馆初创之时，便饱受师资力量短缺的困扰。清政府

原计划让上海、广州两地的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选拔合适的人才

派往京担任同文馆教习。但最终结果却是“上海虽有其人，而艺

不甚精，价则过巨，未便饬令前来。”广东方面则直接声称“无

人可派”。这导致原本计划于1860年开馆的同文馆迟迟不能开

张。清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接受英国公使的建议，聘请英籍传

教士 - 包尔滕担任英文教习。而清政府聘请的法国教习，也是由

法国公使推荐的荷兰籍传教士司默灵。而且，为了招揽师资，京

师同文馆为馆中的洋教习开出了平均1000两白银的年薪，而汉教

习平均每年只有96两白银，相差近十倍。更加糟糕的是，当时有

学问的西方人，极少愿意来中国教书，清政府也没有系统的师资

质量评判标准。这导致早期的同文馆不但师资人数短缺，而且质

量低劣。许多洋教习不但丝毫不懂中文，甚至连一篇像样的外文

文章都无法进行解读，只是为了薪资而来浑水摸鱼。这就导致早

期同文馆所培养出的学生质量堪忧。例如在1866年派往中国驻英

使馆担任翻译的同文馆英文馆学生张德彝，据严复所说，听力极

差，连英语日常用语都经常翻译错。[4]

但是，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，加之清政府以高薪与官衔

赏赐。使得越来越多学养丰厚之士逐渐进入同文馆担任教习，使

得京师同文馆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就洋教习方

面，就有如丁韪良、欧礼斐、毕利干等人。丁韪良身为同文馆的

总教习，在入馆前便拥有神学硕士学位。而当他1867年被聘为国

际公法教习时，还主动前往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，并在获得国际

法学位后再度返回同文馆任教。欧礼斐本人也拥有爱尔兰皇仁学

院的硕士学位。化学教习毕利干，来华前便有在法国一化学实验

室工作过的经历，在同文馆任职期间，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

期的化学人才，还编写了相关的化学教材。而教授西学的教习，

亦有一名中国籍人士，即晚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。他于1868至

1882年一直担任京师同文馆数学教习，并将西方先进的数学理念

与教学方法引入授课之中，推动了中西方数学的交流融合。[5] 由此

可见，相比创办初期，京师同文馆的师资力量有了明显的进步。

而大量近代化人才的成功培养，亦能佐证其成果。从 1892 年到 

1911年，清朝总共实际派遣了54名出使大臣，其中有13名是同

文馆的毕业生，占总数的四分之一。在105名记录在“同文馆学

友会会员录”的学生中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有41人；进入外交

行业工作的有32人；自行创业的有10人；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有5

人。这些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有力证明了洋务运动期间京师同文馆

师资力量的增强。[6]

三、学生管理方面的变革

京师同文馆创立初期，对于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是极不完善

的。首先，在传统的“华夷之别”观念依旧浓厚的当时，清政府

不得不以巨额“膏火”来学生入馆学习。当时进入同文馆的学

生，每月可领取三两银子的“膏火”。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年八旗

士兵每月饷银的标准。学生若是成绩优异，还能得到最高可达15

两之多的奖学金。而且同文馆学生的衣食住行，皆由朝廷出资。

再加之因社会舆论阻碍，清政府不得已只能在贫苦的八旗子弟中

选人。因此，早期进入同文馆的学生，多半是看在同文馆极为优

厚的待遇才进馆的。1866年，而且早期的同文馆并没有明确的学

制管理条例，所以便产生了许多贿赂教习以骗取膏火费的现象。

而真正勤奋用功的学生，却因没有向教习行贿而无法得到奖励，

这使得早期同文馆的学生质量堪忧。“开馆多年，而通晓洋文、汉

文者寥寥无几，殊属有名无实。”另外，早期同文馆还存在学生

在学业考试中作弊、替考之事。例如，光绪二年十二月奉堂谕便

称：“风闻近来每逢月课、季考，闻有请人代作，或通融抄录，

草率了卷，殊非核实之道。”[7]

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，京师同文馆也逐渐开始加大力度

改善学生管理工作。首先便是推广招生，同文馆原本只在八旗子

弟中招收十三、四岁的少年当中招生，但这些人 “于汉文义理本

未贯串，若令其以洋文翻译汉文，功夫分用，速效难期；若再令

讲求天文算学，更恐博而不专，迄无成就。”于是清政府便更改

招生条件，从年龄为15至25岁的，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群中招

揽学生。“试以策论，择其文理可观者录取，……庶可事半功倍，

有裨实用”。还规定：“满汉之举贡生监，如有平日讲求天文、算

学、西国语言文字，不拘年岁，准其取具印结图片，一律收考”。

招生范围的放宽，使得应试人数大幅度增加。据悉，1885年同文

馆的招生人数已达到了394人，比1867年招收的72人增加了近5

倍。这反映出同文馆招收学生已经开始注重学生的真才实学，并

且招生范围也更加广泛，而不再单纯局限于八旗子弟之中。对学

生的学业考试方面，同文馆也规定：“现当岁考届期，即仿照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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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旧规，先期编立坐号，印于卷面，该生等各坐各号，不准搬移

越位。是日派司官八员，会同正别提调等，轮班监场，该学生等

各当恪守场规，毋得仍蹈旧习。”“嗣后无论有何考试，倘变出各

生等有私挟夹带者，立即逐出场外，不准入考；再犯备罚一月膏

火以示薄惩。倘于问卷后，各教习面试，而该生竟茫然不解，查

出实系倩人代 枪传递者，初犯罚一月膏火，再犯罚三月膏火，如

仍不悛，立即除名，被枪与代枪各一律惩治等语。”另外，同文

馆还基于“近来有一人兼习数艺者，难免务广而荒，且有补血洋

文洋语，仅习别艺，殊失当日立馆之本意”而规定：“馆中功课

以洋文洋语为要，洋文洋语已通，方许兼别艺”。由此可见，京

师同文馆对学生工作的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步地走向完善与 

合理。[8]

四、变革背后的所反映的进步

京师同文馆的经营状况，是伴随着晚清洋务事业的发展而改

善的。同文馆经营状况的积极变革，本质上反映了洋务运动所带

来的近代化观念，已经逐步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上。纵

观前文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同文馆对其经营方式的改革，具有以下

特点：一是学习西方天文算学以及其他科学知识；二是招收科甲

正途出身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。三是大量聘请洋人担任教

习。这些特点实际上反映出的，是晚清官方已经开始对中西方文

化进行了重新评估。尤其是，京师同文馆身处全国的政治、文化

中心北京。其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态度。京师同

文馆对其经营方式进行具备近代化特点的改革，实际上就等于承

认：第一：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具备十分独特的文化价值，中国

固有的传统文化无法与之相匹敌，值得中国学习。第二：中国固

有的文化无法应对新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。必须对自

身固有的文化进行调整改造才能求得生存。第三：中国传统的儒

家士绅阶层的知识结构已经落后于时代，需要进行更新重构。第

四：西方不是中国传统认知中的“蛮夷”，中国也并非是高高在

上的“天朝上国”，只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分子。[9] 京师同文馆

改善经营方式，可以说是中国被迫纳入全球化范围的顺应大势之

举，是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中国教育事业走向近代化的具体

体现。同时，同文馆通过近代的教学方式，为近代中国翻译大量

西方书籍，培养大量的翻译外交人才，又反过来推动了洋务运动

的发展，更加促进了古老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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